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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偶乐车
方良朱（厦门大学历史系  361005）
【摘要】在海昏侯墓众多的考古发现中，出土于主椁室甬道内的 2 辆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十分引人瞩目。
其中 1 辆为金车配有 1 件实用的青铜 于和 4 件青铜编铙，1 辆为鼓车配有建鼓。将其与文献和考古资料比
对后，推测应象征着“王之五路”中用于军事的革路。另一方面，在 2 辆偶乐车上发现的铙、 于和鼓的军
旅打击乐器组合，是反映西汉时期沿用先秦军乐制度的重要考古资料。
【关键词】海昏侯刘贺墓  偶乐车  革路  先秦军乐制度
海昏侯墓是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的墓葬，自
2011年发掘至今，考古工作者在陵墓周边共勘探约
100万平方米的区域，先后发掘了包括1座车马坑、3
座祔葬墓、主墓封土、椁室回廊和主椁室在内的约1
万平方米区域。仅从椁室的发掘情况看，共清理出
青铜器、玉器、金器、漆木器、简牍和木牍等珍贵
文物1万余件。在出土的众多文物中，不可忽视的是
随葬的车马。海昏侯墓外藏车马坑共出土5辆实用的
安车和20匹马，甬道东西两侧的车马库还出土6辆偶
轺车和仪仗类随侍木俑，尤以出土于主椁室甬道乐
车库内的2辆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格外引人瞩目[1]。
这两辆偶乐车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代乐车，一辆为
金车配有一件实用的青铜 于和四件青铜编铙，一
辆为鼓车配有建鼓[2]。这两辆偶乐车性质和功能是什
么？其上放置的青铜 于、编铙与建鼓反映了一种
怎样的制度？
一、偶乐车的性质和功能
海昏侯刘贺墓发现的2辆乐车均为通体施有彩
绘的模型偶车，车身保存状况较好，车轮部分保存
完整，经清理发现车上还有伞架等构件。从结构
上看这两辆偶乐车属于双辕车，秦汉时期是独辀车
向双辕车演变的过渡时期，尤其是从西汉中期开
始，双辕车的使用愈加广泛。孙机先生说：“到了
西汉中期，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车已基本上是双辕
的了。”[3]根据汉墓出土的马车来看，双辕车占比不
小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偶车。如年代上属西汉初期的
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，出土了1辆长60厘米、
高39厘米的木偶车[4]，湖北荆州曹家草场26号汉墓
也出土了1辆双辕木偶车，湖南长沙伍家岭203号西
汉晚期墓中出土了4辆偶车。尤其是与海昏侯墓时
代（前59）几乎相同的西安凤栖原张安世墓（前
62），墓道东西两侧各有3个陪葬坑，分别埋藏陶甲
士俑、木甲士俑和木质明器车马[5]。这种将生时乘坐
的马车以木雕的形式制作并随葬的习俗，体现了汉
人“事死如事生”的观念，是贵族阶层日常用车真
实情况的反映。而年代上属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刘
贺墓的2辆双辕偶乐车，恰恰体现了这一时期双辕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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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西汉社会中的广泛流行的情景。
再说 2 辆偶车上配备的青铜 于、编铙和建鼓，
也不是随意为之，它们的存在为探讨偶车的性质提
供了重要的线索。信立祥曾对这两辆偶乐车的性质
作过简要的说明，他指出偶乐车是用于出行的军礼
乐车 [6]。我赞同这种说法，并认为这两辆偶乐车实
际上代表着先秦兵车“王之五路”中用于军事指挥
的革路。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：“师之耳目，在吾旗鼓，
进退从之。”[7] 可知先秦作战用车配有旌旗，指挥车
还设有金和鼓，用来传递进退消息，指挥战斗。《周
礼·春官·巾车》:“革路，龙勒，条缨五就，建大白，
以即戎，以封四卫。”郑玄注 ：“革路，鞔之以革而
漆之。”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:“‘革路’者，五路之
四也。戎右谓之戎车，左庄六年传谓之戎路。”[8]《左
传·庄公九年》：“秋，师及齐师战于乾时，我师败绩，
公丧戎路，传乘而归。”[9] 可知革路又称戎车或戎路，
是周代王车五路的一种，其上先附革后施漆，竖白旗，
用于军事战争或赏赐守卫国家边疆四域的诸侯。《后
汉书·舆服志》：“戎车……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，
辐车胄甲弩之箙。”[10] 说明戎车的四周装置着用于
指挥作战的金和鼓。对照文献，可以推测刘贺墓的
两辆偶乐车上施的彩绘，正象征着革路附革髹漆的
外形特征，而其装配的 于、编铙和建鼓等军乐器，
也符合文献中对革路上装配金鼓的记载。更重要的
是，刘贺虽被废黜，但身份依然尊贵，加上海昏侯
国地处西汉时期的南方边境，中央政府也有理由赏
赐给刘贺革路，命其守卫国家边疆。有可能在刘贺
死后，他的家人仿制其生前所拥有的革路，制作了
图一  椁室正射影像图（上为北） 图二  甬道乐车库（南—北） 图三  于
模型偶车，随葬在他的墓中。当然，上述说法只是
根据文献的推测，而考古资料似乎更能说明一些问
题。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平山中山王墓 2 号车马坑中
发现的 2 辆安有作战指挥用铙的车，认为其中必有
一辆为革路 [11]。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地车马坑出
土的 3号和 8号车前轸之上，均有装置金和鼓的两根
立柱，舆后有旗座，具备了作为指挥车的革路的必要
条件 [12]。刘贺墓发现的偶乐车年代上虽晚于这两处
发现的车，但其装配有金鼓等乐器的特征却与考古
发现的先秦革路相同，而且根据以往学者对汉代御
礼的研究，汉代御礼与秦代、先秦，甚至是商代的
御礼都有重合的部分，秦汉的卤簿 [13] 制度源于先秦
时期的“王车五辂制度”[14]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刘
贺墓出土的这两辆偶乐车极有可能是《周礼》中记
载的先秦王车之一的革路在西汉沿用的实例。
由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资料的匮乏，我们对
于西汉列侯的车舆制度知之甚少，本次海昏侯刘贺
墓出土的车马文物，似乎可以复原出一幅西汉列侯
车马仪仗的图景。简单地说，该墓出土的车马文物
可以分为三类：第一类是外藏车马坑中的5辆实用安
车和20匹马。这些车马整齐排列成前后两排，车和
马身上镶嵌、悬挂着精美绝伦的青铜饰件[15]。安车是
汉代新增的王车类别，是一种天子和高级贵族专用
的坐乘，装饰如此华贵的安车应是刘贺出行乘坐的
车。第二类是甬道东西两侧车马库中的6辆偶轺车。
轺车是一种立乘小车，级别较低，与6辆偶轺车一同
出土的还有仪仗类随侍木俑，这与《后汉书·舆服
志》所载“列侯，家丞、庶子导从”[16]的情景相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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钲、鼓配合，在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。铙，体短而阔，
有短柄，插入木柄后可执，以槌击之可鸣。文献中
关于铙的记载多提及了它与钲的关系，《说文解字·金
部》：“铙，小钲也。”“钲，铙也，似铃，柄中，上
下通。”[19] 按照许慎的说法，铙与钲的形制较为类
似，唯铙较小、钲较大这一点有别。《资治通鉴·汉
纪二十一》：“大呼乘之，钲、鼓声动地。”胡三省注：
“钲，铙也，其状似铃。”[20] 肯定了钲与铙为同器异名。
由此可见，文献记载中对于铙与钲是否属同器异名
这一问题，存在矛盾。事实上，这个问题在考古学
界也始终未有定论。不过可以明确的是，无论二者
是不是同一种器物，它们都是用于作战中的军乐器，
是先秦军乐制度的体现。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金车，
将 于与编铙放置一处，无疑是对先秦军乐制度的
模仿和继承。
随金车一同出土的还有1辆配有建鼓的鼓车，但
考古人员未发现完整的鼓，只是在淤泥中寻找到了
一些鼓的残片。在古代，鼓除了用于宴饮娱乐外，还
广泛用于军事，例如指挥军队进退，鼓舞士气等[21]。
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所载“公将鼓之”“一鼓作气，
再而衰，三而竭”[22]，就是鼓用于指挥军事的实例。
建鼓是鼓的一类，特点是鼓身较大，两面蒙皮，有立
柱横穿鼓身，下有底座。最早的建鼓实物出土于湖北
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，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中也有建
鼓的图像。从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，车舆上装置建
鼓在考古发现中甚少，仅有2004年在淮安运河村战
国墓出土的木雕鼓车一例。该车雕刻精美，有与之
配套的建鼓、鼓柱和鼓座[23]，为我们提供了先秦时期
装置建鼓的鼓车的实物依据，而本次刘贺墓发现的
装置建鼓的鼓车，说明了这类鼓车的使用从先秦延
续到了西汉时期。
总之，铙、钲、 于、鼓等都属于军乐器，其
职各不相同，它们常常在作战中配合使用。从考古资
料来看，钲、 于、鼓这几类器物在墓葬中共出已屡
见不鲜。考古人员首次发现这三种器物共出的现象是
在1984年发掘的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晚期墓中，其中
钲1件， 于3件，悬鼓环1件，且钲出土时位于 于
内[24]，这说明两者的功用相近，可能配套使用。2000
故推测此处的轺车应为刘贺出行的导车或从车，随
侍木俑应象征着随行人员。第三类即本文讨论的2
辆偶乐车。前文已说明这两辆偶乐车应是用于军事
指挥的革路，革路随葬，应该有着特别的意义。一
方面，它象征着使用者身份的尊贵。另一方面，将
本用于军事指挥中的革路随葬，似暗示着废帝刘贺
后半生始终郁郁不得志，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称王称
霸、征伐四方的心愿。此外，有学者认为革路除了
用于作战指挥，还有前导车的功用[17]。刘贺墓出土
的两辆偶乐车被放置在甬道正中的乐车库内，从方
位上统领甬道东西两侧的车马库，这可能恰好体现
了其前导车的性质。将这三类车马结合在一起看，
出行时2辆偶乐车在前开道，刘贺乘坐的安车居中，
6辆偶轺车和随行人员在后相从，海昏侯刘贺在地下
世界出行的场景便跃然眼前。
二、铙、 于和鼓所反映的先秦军乐制度
刘贺墓发现的两辆双辕偶乐车，1 辆为金车，1
辆为鼓车。金车上装置有 1 件实用的青铜 于和 4
件青铜编铙， 于和铙都是中国古代的打击乐器。
于，形如圆筒，上部比下部稍大，顶上有纽。《周
礼·地官·鼓人》：“以金 和鼓，以金镯节鼓，以
金铙止鼓，以金铎通鼓。”[18] 即 于，其作用是
鸣之与鼓相和 ；镯为钲，击之为鼓声打节拍 ；铙为
退军时所鸣，铎为施令时所振。可见 于常与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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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发掘的山东章丘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也出土了钲、
于、鼓的器物组合，其中钲1件， 于1件，建鼓1
套，由1件大鼓和4件小鼓及4组铜插件组成，另有悬
鼓，与此三种器物同时出土的还有数量众多的乐器，
如铃、编钟、编磬、串铃、琴和瑟等[25]。值得注意
的是，这140多件乐器被放置在三个较为独立的区域
内，琴、瑟一区，编钟和编磬一区，钲、 于和鼓一
区，将这三种器物单独成区放置，说明它们确是一种
功能相近的器物组合。2005年，考古人员在陕西韩城
梁带村M27中也发掘出土了这种器物组合，其中钲1
件， 于1件，另有1件漆木建鼓，该墓出土的 于应
是迄今发现最早的 于，属春秋早期器[26]。可见大约
在春秋时期，钲、 于和鼓这三种器物就已经形成组
合，代表着与军事相关的象征意义。结合前几例发现
来看，从春秋到汉代的墓葬都有钲、 于、鼓这类军
乐器物组合出土，而本次海昏侯刘贺墓发现的装置在
偶乐车上的铙、 于和建鼓的组合，应可作为与之相
似的一例，表现了先秦军乐制度在西汉的延续。
三、结  语
本文以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2辆偶乐车为对象，
着重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：偶乐车的性质和
功能，偶乐车及所装置的乐器反映的先秦军乐制
度。主要的认识有以下三点：
第一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偶乐车属双辕车，符
合汉代贵族墓中常随葬双辕偶车的特点，也体现了西
汉中期双辕车广泛流行并取代独辀车的发展趋势。
第二，这两辆偶乐车1辆为金车，1辆为鼓车，
应象征着王车之一的革路，体现了刘贺生前尊贵的
地位和暗藏的野心，它们与外藏车马坑中发现的5辆
安车和甬道两侧车马库中的6辆偶轺车一起为我们展
示了文献中乏见的西汉列侯的车舆制度。
第三，偶乐车上载的铙、 于和建鼓是一套见
于先秦文献记载的军旅打击乐器组合，此次刘贺墓
装置这种军乐器组合的偶乐车的发现，反映了先秦
军乐制度在西汉的延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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